
泥河湾、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良渚、石峁、二里头、殷

墟、三星堆、周原……一处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大遗址，讲述

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大遗址，从概念提出到以点带面形成基本

格局，从注重科学保护到倡导利用展示，只有短短 20 多年的时

间。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资源，让我们思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

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

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

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大遗址被寄予厚望，从一个个

文旅融合的公园，将变成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群众可以参与

的文明现场。这一切如何实现？本报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各抒

己见。

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开
发大遗址的多元价值

记者：规划中提到，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符

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

重大创新。这个特色和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磊：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际上，将重要的考古

遗址作为国家公园进行管理开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优秀的

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圆明园是国内最早的遗址公园之

一，上世纪 80 年代对外开放。然后，汉阳陵遗址公园、秦始皇

陵遗址公园等一批大遗址相继出现。“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

启动 100 处大遗址的保护工程，出台一系列专门性法规，初步

建立了保护管理体系。此后，殷墟和元上都还成功列入了世

界遗产名录。

在“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被定义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

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了“六

片（西安、洛阳、荆州、曲阜、郑州、成都）四线一圈”为重点、150
处大遗址为支撑的新格局。目前的 150 处大遗址，基本延续了

这样的格局。

孙庆伟：大遗址之“大”，当然不仅仅是指面积大。大遗址

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的集合体，比起一般的遗址，文明深度、

历史厚度都不一样，研究难度也不一样，需要长期的考古工

作。以现在遴选出的 150 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

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

发现场。可以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提供了文明发

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

文明。

王璐：国外的遗址大多是石质遗迹。中国的大遗址很多埋

藏于地下，脆弱、不可再生，与当代城乡生活紧密伴生。这些遗

址空间内涵复杂深远，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可读性”却有限，非

常需要在保证本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保护者的干预，使意

义得以再现。同时，还要解决遗址与当地城乡建设的矛盾，这

种保护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探索和创新。

记者：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理念的变化。从“不可移

动文物”到“文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内涵

越来越丰富。重要的大遗址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

多种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保

护与展示对整个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性、带

动性作用。可以想象，这条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 10 年，文物保护利用观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

变。2018 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是

一个转折；2020 年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

“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物的保存”到

“价值继承”的蜕变。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遗址刚开始

规划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

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慢慢地，大遗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美丽的地

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

百 姓 关 注 ，甚 至 有 了 全 国 性 的 知 名 度 ，这 些 变 化 都 是 可

见的。

不同主体看待同一个客体，价值是不一样的。大遗址对于

考古工作者的意义，与对于政府部门、城市规划师、当地村民、

外来旅客的价值，必然不同。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非常直观

地体现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一址一策，更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记者：规划中也提到，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

次问题，比如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保护与展示利用模

式相对单一，大遗址“活起来”的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哪些因

素制约了大遗址进一步“活起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安磊：目前，大遗址展示利用的主要模式就是考古遗址公

园。依托公园，有考古、研学、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划分。目

前，这些公园水平参差不齐，大明宫、殷墟、金沙、良渚、圆明园

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遗址还不够多，园区及遗址博物馆建

设同质化较为明显。

孙庆伟：模式的单一，说明对大遗址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大遗址，规模大，内涵丰富，考古和研究力量都长期不足。即使

是殷墟这样持续性特别好的大遗址，90 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它

的理解仍远远不够。我们要明确每个大遗址在历史长河中独

一无二的位置，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在

研 究 、展 示 和 利 用 方 面 ，根 据 其 独 特 历 史 地 位 做 到“ 一 址 一

策”。尤其是殷墟、二里头等大型都邑性大遗址，需要国家的统

一规划。

王璐：避免大遗址同质化，还需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

激活众人的智慧。比如，位于城区或近郊的考古遗址公园可以

和节庆、营销、文化推广活动等结合，争取成为社区的文化中

心。如大明宫遗址的草莓音乐节、圆明园遗址的“踏青节”、鸿

山遗址的“鸿山葡萄节”等，都是较为成功的范例。考古遗址公

园可能只是遗址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大遗址周边也可以发展

特色产业，如窑址类遗址发展陶瓷业，良渚遗址尝试玉文化产

业园，还有一些遗址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每个大遗址都可以成为不可替代
的文明课堂

记者：除了观念的更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科技在大遗址

保护利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磊：是的，比如规划中提到的数字互联工程，我们希望

从智慧考古一直到智慧园区，甚至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

将最初的原始数据一套数据用到底，形成公园运行全链条数

字互联，并进一步衍生数字成果，这是系统化可持续考古、研

究、保护、利用的技术保障。目前有很多遗址公园在进行类似

的尝试，比如良渚、周口店、金沙、秦始皇陵、安吉，等等。希望

这几个案例最终能够带动整个行业，通过科技力量推进产学

研用一体化进程。还有大遗址监测，类似于世界遗产监测，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实现了年度监测常态化，基本达到了通

过公园运行各类数据积累分析指导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也

希望能够进一步积累升级为正式的公园监测平台甚至大遗址

监测平台。

王璐：5G、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已经在多

个大遗址得到广泛运用。比如“数字圆明园”，已成为大遗址创

新展示的品牌。不过，大部分数字化展示，还限于公园内的展

馆或遗址博物馆。一些遗址正在打造现场的沉浸式体验，比如

汉长安城遗址。未来，人们走在遗址里，通过手机可以随时了

解自己身在何处，在特定的位置戴上 VR 眼镜，可以穿越时空，

看到过去的汉长安城拔地而起。

记者：在您心目中，未来的大遗址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王璐：希望大遗址不再仅仅是一个工程、一个公园，而是融

入整个城市生活，尤其是像西安、洛阳、北京这样的“古今重叠

型”城市。比如西安，每一个小区里或许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通过扫码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个里坊，过去这里是

做什么的，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看似普通的道路、广场或绿

地旁，可能出现一块块标志牌，提示人们正走在过去的城市轴

线——朱雀大街上。城门、城墙遗址公园等结合贯通，显示出

外城郭格局。科举之道、玄奘之路、长安郊祭、曲江游春……一

条条线路或一个个片区，讲述着古老的故事。隐没的长安城，

从现代的西安市里浮现。

孙庆伟：未来，每个大遗址都将成为不可替代的文明课

堂。大遗址不仅有遗址博物馆、有考古现场，还有不可替代的

原真性环境。我曾多次到良渚，每次站在莫角山的台子上吹吹

风，就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还有乾陵，相信每个人从乾陵顶上俯

瞰，都能感到盛唐恢宏的气势。有人告诉我，看到秦始皇陵的

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了秦实现大一统的必然性。这正是大遗

址的独特魅力。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证悠久文明的现场。

考古工作者正从材料的提供者变成历史的阐释者、讲述者。过

去，我们只能对一件出土器物进行简单描述，长、宽、高、重量、

花纹，后来进展到弄清楚了它的工艺、生产者、背后的礼仪制

度、相关的传承、交流传播路径……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我们

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揭示大遗址背后的文化自信，看到它曾

经怎样改变了历史、影响到未来。

图①：俯瞰隋唐洛阳城明堂天堂、应天门遗址。

图②：秦俑一号坑。

图③：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区蓄水楼遗址。

图④：良渚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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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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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锣，又称“云璈”“仙璈”

“琼璈”，是一种应律乐器，即不

因 演 奏 手 法 而 改 变 音 高 的 乐

器。中国传统打击乐器大家族

中 ，云 锣 是 常 见 又 特 殊 的 存

在。它在音位的排列组合上不

断精简，渐化为传统音乐的宫

调框架。

有关云璈的记载最早可以

追 溯 至《汉 武 帝 内 传》中 的 神

话 ：“ 上 元 夫 人 自 弹 云 林 之

璈”。《扬州画舫录》记载了 20
面 与 24 面 不 同 规 格 的 云 锣 。

宋人苏汉臣所绘《货郎图》与山

西芮城永乐宫壁画上皆出现了

十面云锣。

一架云锣，连同云锣发出

的清脆声响，乃至与之搭配的

古老乐班，经年累月、循环往复

地在乡村仪式中撩拨心弦、延

续记忆。在古代，对于饱读经

书的知识分子而言，文化或许

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但对

辛勤劳作的老百姓来说，文化

就是家门口那此起彼伏的笙管

铙钹。

如今，云锣主要应用于地

方 乐 种 与 民 族 管 弦 乐 队 的

演 奏 中 。 在 西 安 鼓 乐 中 保 存

有 双 云 锣（两 架 各 10 面 小 铜

锣）与 方 匣 子（一 架 6 面 小 铜

锣）。 冀 中 地 区 有 近 百 个“音

乐会”，比如葛各庄音乐会、北

大 阳 音 乐 会 、杜 庄 村 音 乐 会 、

开口村音乐会等，十面锣依然

是 乐 社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应 律 乐

器 。 一 些 当 代 作 曲 家 的 创 作

中也会使用云锣，如作曲家贾

达群创作的云锣协奏曲《极》，

共 使 用 了 24 种 打 击 乐 器 ，云

锣作为主奏声部，横跨 3 个八

度的音域，使用了 33 个音级。

音乐学家张振涛在比对方

响 与 云 锣 的 音 位 及 编 悬 体 制

后，认为后者部分继承了前者，

原先具备 16 个音位的方响缩

减至现有 7 个音位的十面锣。

因此，现今云锣所承载的宫调

体系，必然沿袭了唐宋时期方

响的格局。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艺 术 与

文献馆收藏的乐器、古籍文献

与 音 像 资 料 都 能 查 找 到 有 关

云锣的谱字信息，为我们解析

传 统 音 乐 的 宫 调 理 论 提 供 了

重要参考。据文献资料，中国

传统音乐有 3 种七声音阶，分

别被称为正声音阶、清商音阶

与 下 徵 音 阶 。 但 关 于 清 商 音

阶 是 否 存 在 ，一 直 存 有 争 议 ，

是云锣“一击定音”，给出了答案。1958 年，中国艺术

研究院音乐所发现并入藏了一架十面锣，锣盘上依

次写有“上、尺、工、凡、合、四、一”等十个谱字。2019
年，有音乐研究学者发现，河北省雄县张岗乡韩庄村

音乐会在演奏《琵琶论》与《四季阿郎》时，是以“尺”

为“宫”，其所用云锣上谱字的排列顺序与馆藏妙峰

山云锣一致，呈现的却是清商音阶。至此，清商音阶

的存在终于得到实证。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也只

有音律固定、十面七音的云锣才能完整呈现 3 种音阶

齐聚一堂的宫调体系。

由此可见，乐器的构造与形制，都是按照人的不同

需求被制造出来的。千百年来，从编钟到方响，再由方

响到云锣，原来壮如编列的豪华逐渐简化，金声玉振转

向市井繁声。乐器主人身份的变化，乐器功能与场景

的变化，使依附于乐器的音位随之删繁就简，术语整合

化一。民间乐师的聪明智慧，让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

做出了务实的选择。云锣的故事，让我们对乐器发展

史、对传统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下次再听到云锣的

演奏，你是否有些许不一样的感受？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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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之“大”，不仅仅是指面积
大。以现在遴选出的 150 个大遗址作为
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
大脉络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
证我们悠久文明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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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妙

峰山十面锣。 周飞亚摄


